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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电影大批判是大批判中最重要的领域，它由上下两种力量推动，上边是以江青为首的激进

派及各单位的写作组，下边是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群众造反组织。写作组最早出现在上海，“文革”中
推广至全国。写作组与媒体密切配合，由领导确定选题规划、重点稿件由写作组负责，配合性稿件由媒
体安排。群众造反组织搞大批判花样繁多，主要的批判方式是出版报刊和编印图书。与群众造反组织
的牵强附会、胡编乱造式的批判不同，写作组重视资料和文本，用激进派的观点剪裁事实，重新解释历
史是其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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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批判是毛泽东时代特有的治国方法，是“文革”的三大任务———“斗批改”的核心。其理论基础是阶
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主力军是知识分子，平台是大众媒介，形式是口诛笔伐，方法是上纲上线和“影射”、
“索隐”。大批判改变了国人的思维方式和心理结构，塑造了新的语言和文风，形成了中国特有的文化。
大批判有一个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 1949 年的批判美帝文化到 1951 年批判《武训传》是它的雏

形，1952 至 1955 年的文化 /文艺批判运动是其发展，1957 年的“反右”运动到 1964 年的批判“毒草”影
片使之走向完善。“文革”中，大批判在理论和操作上都有了新的发展: 职业性的大批判组织———写作
组出现，群众组织加盟，“大字报选登”成为报刊的新政。
电影大批判是大批判最重要、最热闹的领域，它由上下两种力量推动，上边是以江青为首的激进派

和他们领导的写作组，下边是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造反组织。上边的作用是“挥手指方向”，下边的作
用是“拿起笔做刀枪”。电影大批判是中国特有的电影批评，它改变了电影的形态，对样板戏电影的出
现，对“文革”电影的创作都起了重要作用。

一 “我们是旧世界的批判者”

1966 年 6 月 8 日，在“五一六通知”见报的 23 天后，《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我们是旧世界的批判
者》，社论宣布:“七亿人民都是批评家。”这一说法并不算过分夸张———两年前，全民性的电影大批判就
已经开始。1964 年 8 月 29 日，根据毛泽东对文艺的两个批示，中宣部发出《关于公开放映和批判影片
〈北国江南〉、〈早春二月〉的通知》。“毒草”电影大批判在全国展开。半年后( 1965 年 4 月 22 日) ，毛
泽东批示:“可能不只这两部影片，还有些别的，都需要批判。”中宣部随即发出《关于公开放映和批判
〈林家铺子〉、〈不夜城〉的通知》。电影大批判向深广发展———《抓壮丁》、《兵临城下》、《红日》等影片
也遭到公开批判。
这一波电影大批判的规模之大，时间之长，远远超过了 1951 年和 1957 年。它批判的也不再限于改

良主义、封建主义、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而上升到资本主义复辟、和平演变和修正主义宣扬的
人性、人情、人道主义。要批判这些东西，就得挖出它们的老根———苏联电影。为此，“中国采取各种方
法，通过各种途径，如通过朝鲜和罗马尼亚等国，购进了一些供批判用的影片，突出批判影片中混淆正

义与非正义战争、夸大战争苦难、宣扬活命哲学、战争恐怖论等修正主义倾向。如《第四十一个》、《雁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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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一个人的遭遇》。这些影片经译制后，供领导及各界参考，内部放映”①。
这一批判为 1966 年 2 月江青主持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奠定了基础。这个会议产生了一个重要

文件———《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下面简称《纪要》) 。这个被毛泽
东多次修改的文件后来成为“文革”的文化纲领，并为长达十年的文化大批判提供了根据。
常识对这一批判进行了力所能及的抵制———1966 年 3 月，上海市委宣传部长杨永直问中宣部副部

长许立群:“上海要批判一批坏影片，包括《女跳水队员》，行不行? 因为影片里面有大腿。”许请示彭
真，彭冷冷地回答:“你去问张春桥、杨永直，他们游过泳没有?”②常识抵抗不住威权，中宣部很快就摸
到了《纪要》的底，“4 月 7 日，林默涵在全国专业创作座谈会上讲话，大量套用了尚未公开发表的《纪
要》内容( 后被造反派批判为‘剽窃’) ，批判三十年代文艺”③。在此期间，江青为落实《纪要》而奔忙，
她既要跑上海，布置批三十年代的文艺④，又要关照总政治部召开的全军文艺创作会议⑤。这个创作会
议仿照江青搞《纪要》的办法，看电影，找黑线，“共看了上百部电影”，内容有三: 一是三十年代的影片;
二是建国后的影片; 三是苏联影片。这些片子统称为“封、资、修”或“毒草”。“肯定的只有几个样板
戏。”⑥江青在总结报告中告诉人们，会议所看的 68 部国产片，除了《南征北战》等七部片子之外，其它
61 部都有问题，有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毒草，有的宣传错误路线，有的为反革命分子翻案，有的丑化军
队干部，有的写男女关系、爱情，有的写中间人物⑦。这个会议的“贡献”，是对“政治索隐法”的推
动———“文革”中写作组和群众组织在批电影的时候，基本都使用这种手法，遵循着凡是社会主义建设
题材，所犯的错误必定是宣传资产阶级人情、人性; 凡是革命历史题材，所犯的错误必定是歪曲历史，违
背阶级路线，歌颂反动人物，违反毛泽东思想的模式。
此后，全国各大报刊迅即掀起了更大的批判热潮。十七年生产的 650 多部故事片被说成是“毒草

丛生”。两年前已经受到批判的电影著作，程季华主编的《中国电影发展史》、瞿白音的《关于电影创新
问题的独白》再一次被拉上审判台。苏俄电影以及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表演理论也被戴上修正主义、
资产阶级的帽子遭到公开批判。根据《纪要》的精神，从 1956 年开始放映的三十年代的优秀影片也遭
到禁映。这一波大批判也为“文革”做了多方面的准备，这种准备不仅包括舆论、思想，还包括实际运作
和社会心理。正如《人民日报》所期待的那样，在此后的十年里，七亿被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批评
家”无可逃避地卷进了大批判的旋涡之中，而电影则成了写作组和造反派最能发挥想象力的领域。

① 梁沈修:《苏联电影在中国的跌宕命运》，载《电影往事》( 下)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2008 年，第 255 页。
②③ 何蜀编:《文艺大事记》，未刊稿。
④ 周海婴:《鲁迅与我七十年》，上海: 文汇出版社，2006 年，第 257—265 页。
⑤⑥ 胡居成:《我所经历的 1966 年全军文艺创作会》，载《党史文汇》2005 年第 12 期。
⑦ 这次会议点名批评的影片详见胡庄子:《文革造反派电影“大批判”资料述略》，载《记忆》2010 年 12 月 30 日第 65 期。
⑧ 罗玲珊:《上海市委写作班子的来龙去脉来源》，《百年潮》2005 年 12 期。

二 写作组

大批判需要专门机构。1964 年 4 月，在柯庆施的主持下，成立了市委写作班子文学组，“由叶以群
任组长，徐景贤任副组长，从各个高等院校中文系和作家协会文学研究所等调集写作力量，人员的条件

要求必须政治可靠，除了具有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政治身份外，还必须是笔头硬扎，有过写作成果，参
加过批修战斗实践的。”⑧

徐景贤在回忆录中介绍了“文革”前的写作组在哲学、历史、文学、电影、戏剧各条战线上主动出击
的情况:“他们( 指先后担任写作组领导的石西民、张春桥和杨西光———本文作者) 对写作班都抓得很
紧，向我们传达中央的有关指示，部署一个又一个的战役，审查一个又一个的选题计划，直至审改一篇

又一篇的重点文章。在他们的领导下，市委写作班在各条战线上主动出击，展开了全面的大批判”。
“在电影方面，批判《中国电影发展史》和瞿白音的《“创新”独白》，批判了影片《早春二月》、《北国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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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林家铺子》、《舞台姐妹》。”①

当《人民日报》发表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号召人们“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时候，上海写作组
“发动对上海市党内党外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的批判”②，被定为“牛鬼蛇神”的贺绿汀( 上海音乐学院
院长) 、周信芳( 上海京剧院院长) 、周谷城、周予同、李平心( 均为历史学家) 、王西彦( 作家协会上海分
会专业作家) 、瞿白音( 上海电影局副局长) 被报刊点名批判③。
有了“丁学雷”、“罗思鼎”做示范，“各级党、政、军领导机关到基层单位，纷纷调集‘无产阶级的笔

杆子’和‘秀才’，成立自己的写作班子，以各种各样写作组的名义，撰写批判文章，或发表在中央和地方
的报刊上，或刊登于本系统的内部刊物及墙报上”④。大批判由此坐上了通往全国各地的特快专列，中
南海的指示无须经过政治局即可直达写作组。用写作组来指导中国这艘大船的航向成为“毛泽东晚年
的执政方式”⑤。“文革”中出了很多著名的写作组，除了前面提到的，还有“梁效”( 清华大学、北京大
学) 、“池恒”( 《红旗》杂志) 、“初澜”( 文化部“文艺评论”) 、“唐晓文”( 中央党校) 等。上海市委写作组
是最早出现的，其用人标准、组织架构、运作模式为别的写作组提供了经验。它在组织“毒草”电影的批
判上很有一套———

“毒草”影片批判前，先通过上海电影局向北京文化部把这几部影片的剧本要来，内部排印成
册。然后再印原著，摘编有关这些作品和影片的评论文章，如印了夏衍改编的《林家铺子》的电影
剧本，还要印出茅盾的原著，加以对照，看看影片的编导对原著作了哪些增删，同时还要把过去报

刊上关于影片《林家铺子》的评论文章中的论点，加以分类摘编，供批判用。
批判三十年代“国防文学”的口号时，首先要找到当时赞成“国防文学”口号的文章和赞成“民

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文章，汇编成册，还把刘少奇为这场争论所作的总结文章也编了进
去。为批判周扬的需要，写作班子把周扬过去各种历史时期所写的文章，包括在延安所写的文章，
以及刊登在延安《解放日报》的几篇作品，全部找到编印成册，以此作为批判用的“弹药”。文学组
曾在汇编资料的基础上写成《周扬在延安的反党铁证》一文，大量引述原文加以批判。
这些资料，全部交给中共上海市委印刷厂及文汇、解放两个报社，印成大字本，标明“内部资

料”、“供批判用”等字样，上报给市委领导，同时在写作班子各组内部使用，并留出一部分由两个报
社提供给市委写作班子以外的社会各界特约作者撰写批判文章。⑥

①② 徐景贤:《十年一梦》，香港: 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6 年，第 4 页。
③ 丁学雷的三篇重点文章，详见 1966 年 6 月 16 日、7 月 26 日和 9 月 22 日的《解放日报》。
④ 罗玲珊在《上海市委写作班子的来龙去脉来源》一文中谈到:“林彪的儿子林立果也在空军组织了一个写作班子。”( 《百年潮》

2005 年 12 期) 。据何蜀的未刊稿《文革文艺大事记》载，1966 年 6 月 23 日“按照总政治部关于军以上单位要建立文艺评论组的通知精
神，南京军区建立文艺评论组‘解胜文’，主要成员 8 人。”

⑤ 丁东:《剖析“写作组”》，《炎黄春秋》2010 年第 3 期。
⑥⑦⑧ 罗玲珊:《上海市委写作班子的来龙去脉来源》，《百年潮》2005 年 12 期。

人们往往以为大批判是御用文人上纲上线的胡编乱造。其实并不然。上述文字说明，写作组对史
料是极其重视的。罗玲珊谈到，“批判‘毒草’电影时，除了提前给作者专场放映‘毒草’影片以外，徐景
贤还专程去北京，到中国电影资料馆借阅资料，调看夏衍、田汉等人三十年代创作的影片《狂流》、《三个
摩登女性》等，以便让作者在批判‘三十年代文艺黑线’时深挖这些‘祖师爷’们的老根”⑦。由此可知，
大批判上纲上线不假，但并非完全胡编乱造———“笔杆子”们不过是用激进派的观点剪裁事实，重新解
释历史罢了。剪裁事实，重评历史需要选择切入点。因此，确定选题就成了写作组的首要任务。“选题
有的是由市委写作班子各组自拟，有的是和文汇、解放报社合拟。每一‘战役’都有一个选题计划”⑧。
不管自拟还是合拟，所有的选题都要由市委领导批准。批准后，报社邀请写作班子和社会作者参加，确
定重点和配合文章。
“重点文章往往由市委写作班子撰写，”“重点文章经报社排出小样，先是由石西民审查，石西民调
走后就由继任的领导张春桥、杨西光审定。他们写下审查意见后，由写作班子执笔人员反复修改，再由
报社派人来取，有的稿件不断改排修改稿，直至排出最后清样，送市委领导终审决定何日刊登，这样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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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响了某次“战役”的第一枪。”①“配合文章除写作班子承担一部分外，再由报社约社会各界的人士写
作。这些社会作者也都是和报社经常有联系的‘左派’人士，分布在各高等院校、文艺协会、哲学社会科
学联合会、上海社会科学院各所及市委党校等单位，大都是年轻作者”②。
上述情况说明了媒体与写作组的真实关系———写作组是手臂，媒体是腿脚，它们是一种异形同体

上下肢默契配合的动物。选题规划、重点稿件由写作组负责; 配合性稿件由媒体安排。当某个战役结
束，媒体还会配合刊出总结性的文章。比如，“上海市川沙县顾路公社铲毒草战斗组”在《贫下中农也要
批判资产阶级》一文中告诉人们:“我们铲毒草战斗组建立后的第一个战役就是批判苏联现代修正主义
文艺鼻祖肖洛霍夫的大毒草《一个人的遭遇》。”“近一年来，我们在毛主席革命文艺思想的光辉照耀
下，在《纪要》的指引下，一共写出了二十二篇文章，其中批判文艺黑线的文章十五篇，创作的革命故事
有五个，正面的评论文章两篇，在保卫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战斗里程上迈出了第一步。”③

如果说中南海是大批判的火车头，写作组是车厢，那么媒体就是承载着这列火车的轨道。写作组
一边按照《纪要》制订选题，一边接受着来自中南海的从宏观到微观的指示。全国大大小小的媒体，从
“两报一刊”到传单、小报，铺成了一条条纵横交错的铁轨，通过“围剿”和“对比”等多种方式将大批判
的信息传送到四面八方。
写作组还有一个临时性的伙伴———群众组织。也就是说，这个火车头拉的是两节车厢，写作组在

前，群众组织在后。这两节车厢的关系跟正规军与杂牌军的关系差不多。写作组是“正规军”，群众组
织是“杂牌军”。“杂牌军”虽然深得毛泽东、江青等人的欣赏④，但毕竟不在体制之内，没有主流报刊做
平台，其中虽然不乏文章高手，终究也只能风光一时。“正规军”依靠政府之力，广招天下豪杰，且装备
精良、供给充足，占据着“两报一刊”的显要位置，具有无可置疑的权威性，它理所当然地成了大批判的
“领头羊”。对此，“两报一刊”有明确的说明:“要发动广大群众，开展群众性的大批判，也要组织少数
人占有充分的材料，用毛泽东思想进行比较深入的研究，写出有说服力的、有分析的、击中要害的、质量
比较高的文章，以推动群众性的大批判的发展。”⑤

① 罗玲珊:《上海市委写作班子的来龙去脉来源》，《百年潮》2005 年 12 期。
② 同上。关于写作组的人员构成和业务分工和运作情况，见魏承思:《中国知识分子的浮沉》，香港: 牛津大学出版社，2004 年，第

196 页。
③ 《人民日报》1968 年 6 月 15 日。
④ 王锐:《文革小报发展繁荣的几个历史片断》，《记忆》2009 年 5 月 14 日第 22 期。
⑤ 《人民日报》社论:《抓紧革命大批判》。1969 年 8 月 25 日《红旗》、《解放军报》转载。
⑥ 初澜，另有“江天”、“洪途”、“小峦”等笔名。活动时间为 1973 年到 1976 年 10 月，共发表文章一百六七十篇。
⑦ 如: 上海音乐学院革命大批判写作组，华东师范大学革命大批判写作组，天津师范学院中文系大批判组。电影厂也有自己的写

作组，如: 北京电影制片厂革命大批判小组。

“领头羊”之外，写作组还是“风向标”。翻阅一下“两报一刊”就会发现，“文革”十年间，大批判的
重点转移过三次: 文艺( 批文艺黑线) ———历史( 评法批儒) ———现实( 反击右倾翻案风) 。这一转移是
由写作组完成的。无论什么东西，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都会让人厌烦，何况用同一个腔调重复的同
一个主题的大批判。写作组在一定程度上，还具备了调味品的功能，在连续四年( 1966—1969) 批判国
产电影之后，写作组把矛头指向了苏修文艺和日本电影，并且把批判“毒草”电影与赞扬样板戏和新拍
片结合起来，以此来缓解人们对大批判的厌倦。写作组是有分工的，如果说搞历史大批判，“北有梁效、
南有罗思鼎”; 那么搞文学和电影大批判则是“北有初澜，南有丁学雷”。“丁学雷”的贡献集中在“文
革”前期，“初澜”的贡献集中在“文革”后期⑥。这一现象是毛泽东战略部署和形势发展的共同结果。
“文革”之初，毛泽东选择文艺作为突破口，依靠上海市委，政治重点在上海，搞文艺大批判的“丁学雷”
自然倍受重用。“文革”后期，文化部恢复，江青选定的文化部长于会泳成立了文艺评论写作组，政治重
点移回北京，歌颂样板戏，批判“文艺黑线”的任务就落在了“初澜”的肩上。
但是，纵观十年“文革”，电影大批判的主体是基层的写作组，革委会建立以后，电影厂和大专院校

都设有自己的写作组或写作小组，它们没有“丁学雷”、“初澜”一类的富有寓意的名字，只是在单位名
字后面直接加上“革命大批判写作组”的字样，堂堂正正地出现在媒体上⑦。这说明，写作组已经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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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制度性产物，就像九十年代各大专院学都成立“三产”一样。“大批判”成了社会潮流。而当年的
“两报一刊”则告诉我们，电影大批判的任务大部分是由这类写作组承担的。

三 群众组织

群众组织的大批判是大专院校学生“向中央文革邀宠，为了在派性斗争中争取主动”的重要手
段①。其寿命虽然远不如写作组，但其传播平台众多，传播手段灵活多样，信息覆盖面大，受众广泛。因
此，其全盛期的影响不逊于只依赖官方报刊的写作组。
电影为大众喜闻乐见，批判“毒草”电影既能紧跟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战斗部署，又能吸引大众眼球，

这使无数群众组织，不管其所在单位与电影有关无关，都投身到电影大批判之中。
群众组织搞的大批判花样繁多，北京电影学院主办的小报上有过这样的介绍:“广大工农兵群众采

用了多种形式进行批判工作。有的在看毒草影片之前，根据有关资料举办大批判专栏，作好预防消毒
工作; 有的边放映边解说批判; 有的根据毒草影片的情节，绘制图片漫画，看图讲解; 有的召开大、中、小
型座谈会，对毒草影片进行群众性批判声讨; 有的放幻灯，把毒草影片的要害及反动本质形象化地向群

众宣讲; 有的通过广播进行宣传、批判。”②在上述诸形式中，“边放映边解说批判”最富想象力。具体言
之，就是采取“映前介绍”、“映间插说”的方式，批判所映影片。这是某位放映员在 1964 年放映《槐树
庄》时发明的③。群众组织昭续了这种独特的影片读解法，在放映毒草影片时，充分发挥了想像。请看
放映《怒潮》时的“映间插说”的节选:

① 卜伟华:《砸烂旧世界: 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香港: 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2008 年，第 478 页。
② 红代会北京电影学院编:《红卫兵文艺》，1968 年第 10 期。
③ 见《光明日报》1964 年 12 月 20 日。
④ 《反动影片〈怒潮〉映中批判插话》，载成都无产阶级革命派批判毒草电影联络站主编:《电影批判》，1967 年 11 月第 2 期。
⑤ 胡庄子:《文革造反派电影“大批判”资料述略》，载《记忆》2010 年 12 月 30 日第 65 期。
⑥ 据王力说:“( 那时) 主席天天看红卫兵小报，江青又不断送材料给他。”( 《访问王力谈话记录》，1983 年 7 月 29 日，转引自逄先

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 1949—1976) 》下册，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 年，第 1444 页。
⑦ 谢声显:《给造反派办小报》，载《记忆》2009 年 9 月 7 日第 32 期。

画面: 字幕《怒潮》
插话: 反动影片《怒潮》十分恶毒地把矛头对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党中央。它为什么“怒”?

是因为在“庐山会议”上罢了彭德怀的官，所以它怒党中央，它怒毛主席……
画面: 罗大成从包袱里取出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给邱金看。
插话: 为了替彭贼翻案，影片不惜凭空捏造了这样一个学习毛著的情节，用来美化彭贼在平江

执行的一味攻打城市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恶毒地攻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真是打着“红旗”
反红旗的典型!

画面: ( 中共领导的农民暴动队伍浩浩荡荡开向攻打县城的路上，渔鼓老人唱起慷慨激昂的赞

歌) 歌词: 太阳出来一点红，大江跃起一条龙……
插话: 这是一支为彭德怀歌功颂德的黑歌，它肉麻地吹捧彭德怀是普照南山的“太阳”，是跃江

而起的“巨龙”，是不为钱财不为官的“英雄”，歌词字字句句把彭德怀凌驾于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
红太阳毛主席之上，是可忍，孰不可忍! ④

这种大批判好学易懂，便于推广。其缺点是技术含量较高，没有拷贝、场地和录放音设备就无法施
展。比较起来，办报刊更简易，因此也更普及。从 1966 年底到 1968 年间，“红卫兵、造反派编印了众多
的批判‘毒草’电影的报纸、刊物和宣传品，估计有几百种。这是中国历史上电影报刊的一个特殊‘繁
荣’时期”⑤。而毛泽东、江青对小报的关注⑥，“又反过来给予在其身边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施以影响。
1967 年 1 月“夺权风暴”之后的 2、3 月份开始，文革小报就渐成气候，到 5、6 月份，小报似乎达到登峰造
极的高潮期。此后一直到当年秋冬之际，这半年左右的时期，才真正是整个文革小报发展的全盛期”⑦。
请看这一时期部分电影刊物的名字和主办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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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内部参考材料》，北京电影制片厂革命造反联络总部，井冈山红旗兵团编印。2．《毛泽东文艺思
想》，北京北影制片厂毛泽东主义公社编印。3．《新北影》，北京电影制片厂革命造反总部主办。4．《电
影东方红》，东方红电影制片厂( 原天马厂) 东方红联合战斗队主办，1967 年 5 月创刊。5．《电影革命》，
八一电影制片厂《电影革命》编辑部主办。1967 年 1 月创刊。6．《电影革命》，上艺司上海工农兵电影
制片厂毛泽东思想联合战斗队主办，1967 年 7 月创刊。7．《工农兵电影》，上艺司上海工农兵电影制片
厂红旗公社主办。8．《红卫兵电影》，上海红卫兵电影制片厂( 原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 红色造反公社
主办。1967 年 7 月创刊。9．《译影风雷》，上海工农兵电影译制厂( 原上海译制片厂) 革命造反队主办。
10．《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上海红旗电影制片厂( 原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 红旗革命造反兵团。
再看报纸———
1．《工农兵电影》，工农兵批判毒草影片联络站主办( 联络处: 北京电影制片厂，1967 年 4 月 1 日创
刊。2．《新北影》，北京电影制片厂革筹委主办。3．《新北影》( 画刊) ，北京电影制片厂革筹委主办。
4．《红北影》，北京电影制片厂革命委员会筹委会《红北影》编辑部主办。1967 年 5 月 23 日创办。
5．《北影战报》，首都职工红色造反者、北京电影制片厂红色造反大队主办。1967 年 2 月 4 日创办。
6．《无产者》( 画刊) ，北京胶印厂红色造反队宣传组、北京第一机床厂工人版画战斗组、北京科教影片
厂红军战斗团主办。1967 年 3 月 28 日创办。7．《电影战报》，首都电影界革命派联合委员会主办，1967
年 4 月 27 日创办。8．《电影革命》，电影革命联络委员会八一电影制片厂革命造反总部主办，1967 年 5
月 16 日创办。9．《电影红旗报》，首都电影红旗报编委主办，1967 年 9 月 30 日创办。10．《红色银幕》，
北京市电影发行放映公司主办，1967 年 7 月创办。
这只是电影界办的报刊，如果算上业界之外的，上述数字会大大增加①。

①② 非电影单位办的这类报刊，详见胡庄子:《文革造反派电影“大批判”资料述略》，载《记忆》2010 年 12 月 30 日第 65 期。
③ 《电影战线》由“西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批判毒草影片联络站”主办，此刊的出版时间是 1968 年 9 月。见胡庄子: 《文革造反

派电影“大批判”资料述略》，载《记忆》2010 年 12 月 30 日第 65 期。
④ 上海译制片厂“文革”中改名为“上海工农兵电影译制厂”，此刊由该厂“革命造反队”主办。

从内容上看，上述报刊集中在三方面，一是批国产片，二是批译制片，三是揭批人物———刘邓“反革
命集团”、电影界的黑线人物、反动权威和“三名三高”。
揭批人物类与其说是批判电影，不如说是借电影批人物。其内容无非是说刘邓如何包庇十七年的

文艺黑线，包庇本单位的走资派。如北影井冈山出的《内部参考资料》第 1 辑《砸烂刘邓修正主义旧北
影》、第 2 辑《打倒刘少奇砸烂修正主义旧北京电影制片厂》。揭批黑线人物和“三名三高”则无非是揭
露这些人思想上如何反动，生活上如何腐化堕落等等。如北影井冈山出的《内部参考资料》第 3 辑《把
“电影皇帝”崔嵬拉下马》。在揭批影界人物上，最简单易行且威力巨大的就是点名。“1968 年 9 月，
‘原中国文联批黑线小组’编印了《送瘟神———全国 111 个文艺黑线人物示众》( 北京师范学院《文艺革
命》编辑部出版) ，批判 111 个‘文艺黑线人物’。其中第四部分为‘电影类’，被批的电影界人士有: 陈
荒煤、袁文殊、蔡楚生、于伶、瞿白音、程季华、汪洋、赵丹、白杨、沈浮、汤晓丹、张水华、柯灵、谢添、海
默”②。西安的造反派比文联的同道更专注也更有气魄，他们在《电影战线》( 1968 年第 8—9 期) 上，以
“全国电影界魔鬼录”为题，点名批判了 218 名电影界人士③。
批判译制片包括批判那些被《纪要》点了名的修正主义代表作家作品，在这方面，上海和西安的造

反派表现突出。1967 年 10 月，上译厂的造反派在《译影风雷》上，推出了《彻底批判苏修文艺鼻祖肖洛
霍夫专刊》④。西安地区的造反派则在 1968 年 8—9 合期的《电影战线》上推出了《批判帝、修、反毒草
影片专辑》。在批判译制片上，上译厂和北影厂走在了前面。1967 年 5 月，上译厂的造反派在《电影战
线》第 4、5 期上发表了《1957 年至 1964 年译制、上映的部分翻译毒片( 资料) 》。该资料将本厂译制的
101 部影片归入“毒片”。四个月后，北影的造反派在《新北影》第 2 期上推出了《译制毒草片一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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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白雪公主》( 苏) 、《红与黑》( 法) 、《警察与小偷》( 意大利) 、《王子复仇记》( 英国) 等一百部外国影
片归为“译制毒草片”①。
批国产“毒草”影片最容易上手，成果也最丰盛。《彻底批判反动影片〈聂耳〉》专辑②，《彻底批判大

毒草〈舞台姐妹〉》专辑③，《批判反动影片〈清宫秘史〉》专辑④，批判《丽人行》专辑⑤……当时的群众组
织出了多少这类的专辑，批了多少部影片，已经无法统计。同样无法计算的是“批判毒草影片专辑”或
“批判反革命电影专辑”⑥。我们只知道，在这方面，红代会北京电影学院的“井冈山文艺兵团”表现最
为突出。他们以《红卫兵文艺》为阵地，出版了批判“毒草”影片的多种专辑。

① 见胡庄子:《文革造反派电影“大批判”资料述略》，载《记忆》2010 年 12 月 30 日第 65 期。
② 上海红旗电影制片厂红旗革命造反兵团主办:《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第 7 期。
③ 毛泽东思想战斗兵团上海越剧院主办:《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1967 年 6 月。
④ 北影毛泽东主义公社主办:《毛泽东文艺思想》第 3 期。
⑤ 长春市群众性批判毒草影片联络站、长春公社长春电影制片厂《新长影》编辑部主办:《电影批判专辑》( 《丽人行》) 。
⑥ 如，首都红代会中央戏剧学院主办的《红卫兵文艺》第 10 期“批毒草电影专集”，上艺司上海工农兵电影制片厂，红旗公社主办

的《工农兵电影》1967 年 7 月 27 日出版的《批判毒草影片专辑》。
⑦ 见天津市工农兵“砸三旧”批判毒草影片联络站 1967 年 9 月编印的《毒草影片及有严重问题影片三百例》。
⑧ 见红代会北京电影学院井冈山文艺兵团 1967 年 9 月编印的《毒草及有严重错误影片四百部》。
⑨ 即吉林省文艺革命联络站 1968 年 7 月编印的《批判影片 510 部》和华南师范学院中文系 410、争朝夕编印，1968 年出版的《550

部批判电影》。
⑩ 红代会北京电影学院编:《红卫兵文艺》，1968 年第 10 期。

除了办报创刊之外，群众组织还为电影大批判做了一件大事———出书。图书的传播不及报刊快
捷，但生命较报刊长久。我们今天从淘宝网上很难淘到这些报刊，但是要淘到这些图书则相对容易。
大体言之，这些图书可分成三类，第一类是资料汇编和大事记。如中国影协革命造反委员会、北师

大中文系井冈潮战斗队、旧文化部机关革命战斗组织联络站电影红旗合编，1968 年 3 月修订出版的《电
影战线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上海红旗电影制片厂红旗革命造反兵团等 1968 年编印的《电影戏曲四
十年———两条路线斗争纪实》等。第二类是“黑线人物”言论罪行集，如首都电影界革命派联合委员会
1967 年 7 月编印的《电影界反革命修正主义头子夏衍反动言论汇编》，红代会北京电影学院井冈山文
艺兵团等 1967 年—1968 年编印的《周扬、夏衍、陈荒煤在电影方面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罪行
录》。这两类图书都是为大批判打基础的，真正从事大批判的是第三类———批“毒草”电影的集子。如:
西安电影制片厂鲁迅兵团东方红编印的《水银灯下的变天梦———揭开反革命影片〈桃花扇〉的黑幕》
( 1967 年 11 月) ，东方红电影制片厂编印的《反动影片〈舞台姐妹〉是三十年代文艺的黑样板》( 1967
年) ，新武汉、新湖大批毒草联络站等六个单位联合主办的《砸烂贺龙的“黑碑”———反动影片〈洪湖赤
卫队〉》( 1967 年 8 月上海出版) 等。在这类图书中，最具有宣传效果的是“毒草”电影花名册。开列“毒
草”电影的名单，给它们安上罪名，比写批判文章省力，又吸引人眼球，这使造反派们乐此不疲。由此在
认定“毒草”的数量上，出现了一个挡不住的趋势———时间越往后，“毒草”越多。1967 年，一个天津的
群众组织认定这类影片有三百部⑦，而北京的一家则认定为四百部⑧，1968 年，这个数字分别上升到 510
部和 550 部⑨。
在《批判毒草影片集》一书的前言中，年轻的批判者强调批判“毒草”影片对捍卫毛泽东思想的重

大意义，提出了动员亿万工农兵参加这场革命大批判的宏大设想，并且拿出了“三联系”的批判方法: 第
一，“把影片所宣扬的反动思想和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所贩卖的修正主义黑货联系起来”。第二，“和
本单位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所散布的种种反动谬论联系起来”。第三，“也应该和自己的思想联系起来”，
以肃清那些“渗透到自己灵魂深处的毒素”⑩。
其实，只要像江青那样，照搬十七年常用的“五子登科”的方法，就足以置所有的影片于死地。

( 责任编辑 孔令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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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ed as on kind of ritual process，in which political confession was more important than inner identity for the
government and the coerced legitimate identity was established． This pragmatic political culture not only re-
flected an internal contradiction of different kinds of policies，but also wa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later constant
political instability．

Keywords: ideological remolding，socialism，social status，ritual，political culture

Cartoon and Politics: Cartoons during the Campaign of Resisting the Unit-
ed States and Aiding North Korea———A Focus on the People’s Daily

( by HOU Song-tao)
Abstract: In Chinese modern times the national salvation and revolution were two epochal themes． As an

artistic form，cartoon was closely related to varied revolutionary trends in politics． Cartoon presented diversi-
fied features between“artistic character”and“political character”all the time before the founding of PRC．
The cartoon movement in the Resisting U． S and Aiding North Korea Campaign experienced a kind of artistic
“popularization”and further politicalization． During the process of educating populace，the cartoon began to
drift apart from its“artistic character”and turn to be a sort of ideological propaganda and educational tool
which reflected its“political character”mainly． Thus a polarized mode of thinking，“not us then enemy”or
“not enemy then us”，was constructed． This sort of extremely revolutionary mode of thinking had far-reaching
influence on the populace．

Keywords: cartoon，politics，the Campaign of Resisting the United States and Aiding North Korea，Peo-
ple’s Daily

“The Great Criticisms”of Films: Launching and Operations ( by QI Zhi)
Abstract: The campaign to criticize films was a most important area in“the great criticisms”． It was con-

ducted by forces both from above and below． The one from above consisted of radicals led by Jiang Qing and
“writing groups”affiliated with various work units． The one from below was made up of rebel mass organiza-
tions whose core members were some intellectual people． The first writing group appeared in Shanghai． Afte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began，writing groups mushroomed across the country． This was how a campaign to
criticize a film worked: first，some people at the top would decide what topics to write; second，key articles
were written by a designated writing group; third，accompanying articles were produced by the media． Close
cooperation between media and writing group was therefore necessary． By the means of publishing newspapers
and books，rebel organizations were often quite“imaginative”in their ways of criticizing movies． In contrast
to rebel organizations’often“blown up”approaches，those writing groups paid attention to data and evi-
dence． What they did was to reshape facts and reinterpret a given historical event in accordance with radicals’
points of view．

Keywords: great criticism，film，writing group，mass organization

The Initiation of Shen Daily: Who Was the Writer of the Essay“A Dis-
course on the Earth”? ( by WU Guo-yi)

Abstract: The essay of“A Discourse on the Earth”，published in the first month issue of the Shen Da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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